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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推进路径

翟军亮1，吴春梅2

( 1． 中国矿业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 2． 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

摘 要: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规范相契合的农民行为逻辑，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形成

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以农村公共服务为场域，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陕西、河南、山东 285

户农户的问卷数据，揭示了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背景下的农民行为逻辑，即公共利益和参与效果

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 ; 私人利益和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通过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间接

正向影响。这表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参与，往往伴随着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与农民行为逻

辑的有机契合。建构农民行为逻辑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促进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有效参与，须

以强化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公民权意识的培育及其实现为动力，以参与效果提高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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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农民公共服务参与行为 :研究背景与缘起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展基层民主，创新社会治理，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探索村民自
治有效实现形式。近几十年来，农村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这一建构
过程并不顺利。以村民自治为例，“外置性的村民自治在不可避免地改造各种传统的乡土政治
游戏规则的同时，这些原生性的游戏规则也会以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反噬村民自治，以至于在

传统不断遭到消除的同时，村民自治的运作过程也难以避免发生某种与制度预期有所差异，甚

至差异很大的形变”［1］，很有可能沦为“权威性自治”。民主意味着参与，意味着公民治理的制
度，实质民主更加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充分参与。农村基层民主的要义在于民主，实践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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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民。因此，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农民参与行为休戚相关，与制度规范相契合的农民行为逻
辑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内源性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建构农民行为逻辑并使其契合制
度规范，已成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关键之一。
但学界有关农民行为逻辑的研究多限于宏观解构。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侧重于以文化人类

学和社会人类学方法来探讨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和现代性对它的冲击及其后果。代表性
的观点有: 费孝通基于“差序格局”的“自我主义”; 梁漱溟基于“伦理本位”的“互以对方为重”;
贺雪峰的“私利”或“私域”逻辑，“私”范围大小的界定深刻影响着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2］。在
现代性冲击下，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逐步解体，市场逻辑开始主导农民行为［3］。政治学
视角的研究侧重于以田野调查、问卷描述统计等方法来探讨基层民主嵌入式建构对农民行为动
机的影响。农民参与投票选举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社区共同生活的需要，是有关社区公共资源配
置公平合理的问题［4］。农民政治认知途径的多元化引致农民参与行为动机渐趋多元化，非经济
因素开始影响农民行为，政治权利及公共意识开始觉醒，村庄公共福利与权利实现程度渐趋受

到关注［5］。
解构是建构的前提，学者有关农民行为逻辑解构的研究为建构农民行为逻辑奠定了良好基

础，但仍有待深入。从研究内容上看，建构是解构的目的，在分析现代性与基层民主嵌入式建构
对农民行为动机影响的基础上，很有必要研究如何建构农民行为逻辑以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发

展，毕竟农民是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主体。要建构农民行为逻辑，就必须探究不同动机影响农
民行为的内在机理，分析它们在促成农民行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不同动机彼此间的交叉

影响关系。从研究场域上看，较之政治选举场域，公共管理学科视角下的农村公共服务场域更
为适合探究农村基层民主嵌入式建构背景下的农民行为逻辑。首先，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到农业
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公共服务参与行为更具常态化和连续性。其次，公
共服务由政府垄断供给向多元供给乃至合作供给的发展趋势［6］所催生的参与主体的公民权特

质，契合了农村基层民主由“选举驱动式的民主”向“治理驱动式的民主”转型的规律。从研究
方法上看，既有研究多限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方法、田野调查和问卷描述统计等方法，定
量分析较为少见。
鉴于此，本文以农村公共服务为场域，以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定量分析来探析农民行

为逻辑，尝试为建构农民行为逻辑并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提供借鉴。

二、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民行为逻辑 :理论建构

简言之，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民行为逻辑是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农民参与行为所

内含的复杂化、多维度的内在逻辑，也即农民参与行为及选择被什么所左右。要分析农民行为
逻辑，有必要借鉴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行为逻辑。依循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身份演变过程，公民行
为逻辑基本上遵循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权意识的演变规律。作为被统治者的公民被排
斥在公共治理领域之外，即使存在公共参与，也被异化为获取特定管理目标的工具。作为消费
者和顾客的公民以私人利益而不是社区整体利益来行事，“使他们心存高尚的情结，将私欲置于
公共利益之下是异常困难的”［7］。作为合作者的公民行使积极公民权，追求公民权的实现，他
们会积极参与治理，会超越自身利益去关注公共利益，会将个人利益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

下［8］22。当然，以公民权和公共利益作为行为动机，并不是将私人利益这种参与行为动机消除，
而是在多种动机之间寻求平衡状态的基础上将公民权和公共利益放在优先位置。
以公共治理中的公民行为逻辑为依据，借鉴贺雪峰［2］、于建嵘［4］、郭正林［5］等学者的研究成

果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相关理论，结合驻村调查结果，对农村公共服务中农民行为逻辑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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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要从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和参与效果四个方面展开。
1 ． 私人利益
私人利益长期以来一直对个体行为有深刻影响，如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理性行动者趋向于

采取最优策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实现个体效用的最大化。私人利益对农民行为的
影响也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如“舒尔茨—波普金命题”［9］认为，农民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
政治领域都是典型的理性经济人，会依循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
中国农村，私人利益对农民行为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在传统社会典型体现为前

文所述的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以‘己’为中心”; 在集体化时代典型体现为“生产队里磨洋
工，自留地里打冲锋”; 在村民自治制度建立后典型体现为因涉及农民切身利益而引发的“私人
性参与”［10］、谋利型上访等。在农村公共服务中，能否获得私人利益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
民是否参与。例如，钟家村驻村访谈结果显示，经济激励很重要，村民大多以“钱”来决定是否
参与，“村民有实惠，就有干头”①; 在山东刘村，对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出工出力的村民要发
放误工补助②。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与现代传媒等的渗入，农民个体之间的关系渐趋理性化，行
为逻辑正在悄然转型，私人利益能够左右农民的参与行为及选择。作为理性行动者，农民是否
愿意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是由其对参与行为收益的预期决定的。

2 ． 公共利益
“公共”既指一件事情，也指一种能力［11］。公共利益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
必需的，是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12］，是所有个体追求其自身利益

的结果，揭示了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精神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含义［13］。公共利益是一种据以
评价政治行为的道德标准，“是我们为了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而无须知道其内容的抽象词
语”［14］，是人们对共同价值观和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的积极而又有意识的追求。因此，公
共利益既是一种公共目标，也是一种公共需求。当公共需要的满足成为人类心灵深处最本能的
东西时，公共利益便具有了其自然基础和原始动力［15］。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当农民将公共利益
当作目标时，农民参与行为便具有了基础。在中国农村的不同时期，尽管公共利益有诸多表现
形式，如“群我主义”［16］，但公共利益对农民行为的深刻影响却是难以被忽视的。近几年的驻村
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当农民认为公共服务项目能够为村庄带来改变时都很愿意参与，反

之则不太愿意参与。例如，张村的驻村调研结果显示，“修路愿意出钱出工，自己职责所在，造福
全村的好事”③; 河南南坪村驻村调查结果也显示，村民对村庄公共服务项目建设愿意出义工④。
此外，登哈特等亦认为，在公共服务中，倘若不承认公共利益的作用，那么，认识公共服务的深度

和广度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的［8］49，这更说明了公共利益对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
3 ． 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
公民权不仅是指法律意义上的界定，亦包含伦理意义上的内涵，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政

治系统的影响力，亦意味着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8］21。公民权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政治哲
学有关公民内涵与参与的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公民参与可以获得其最完备的人
性，旨在追求具有崇高道德生活和一种公民美德。可见，公民权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工具性活动，
应该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含着……对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参与水平，并且包
含着一种将个人自己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下的临时意愿”［8］34，这也意味着公民“为
了促进社区的改善而应该承担的某种责任或义务”［8］39。因此，公民权意识有助于促进公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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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陕西钟家村访谈———村干部》。
参看《山东刘村访谈———村干部》。
参看《湖北张村访谈———村民》。
参看《河南南坪村访谈———村干部》。



与公共服务，较好的公民权实现程度有助于强化其自身的公民权意识。实践中，农民公民权并
非与生俱来的，而是不断建构的产物，农民参与行为也随公民权的建构过程而呈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特征: ( 1 ) 传统农村社会，受经济发展落后和传统“人治”观念的影响，农民小农意识和“臣
民意识”浓厚，农民“不敢参与”。( 2 ) 人民公社解体之前，农民依附于国家共同体，主体性丧失，
农民“被动参与”。( 3 ) 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和农村市场经济的迅速发
展推动了农民由传统的臣民、草民向公民的转变，以公民权为基础的乡村政治开始在中国生
成［17］，农民参与行为多元化，既有“被动参与”，亦有“主动参与”; 既有“维权型抗争”，亦有“谋
利型抗争”。在农村公共服务中，农民对公民权及其实现的认知主张和要求的意识，逐渐成为其
判断参与行为是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内在标准。农民的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程度越高，农民
对公共服务的参与越积极。

4 ． 参与效果
根据效能感理论与动机理论，人的行为受行为结果影响，人的行为的出现是由于人认识了

行为与强化之间的依赖关系后对下一步强化的结果期望与效能期望。农村公共服务中，农民参
与行为也依赖于其对自身参与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及价值的感知。以开会这个最常见的农村公
共服务决策形式为例，最近几年的驻村调查发现，很多村民反映“开会起不了什么作用，与不开
没有区别”“每次开会都解决不了问题，久而久之，村民就不愿意去开会”①。可见，良好的参与
效果有助于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中农民参与行为的效能感，进而强化其参与行为的持续性。
综上所述，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参与效果均有可能对农民参与行为

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即多变量通过彼此之间的交叉影响
关系对农民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三、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民行为逻辑 :实证分析与结果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于 2011 年 7 月和 8 月对陕西省钟家村、河南省南坪村和山东省刘村
的驻村入户调查。样本村选取方法为判断抽样法，选取标准为人均收入水平均在全国中等水平
及以上且具有一定的村庄公共服务能力。数据获取方法为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问卷调查对象是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以农户为单位抽取。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30 份( 南坪村
125 份，钟家村 125 份，刘村 80 份) ，回收问卷 306 份，其中有效问卷 285 份( 南坪村 116 份，钟
家村 103 份，刘村 66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3 ． 1%。
( 二) 变量与模型设定

1 ． 变量及赋值
由于私人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参与效果、参与行为这些变量均为无法直

接测量的潜变量，且尚未发现有可借鉴的成熟观测变量，所以本文根据学界通行做法，根据各变

量的定义、内容来自行开发观测变量，并针对性的为每个潜变量设置了多个观测变量以提高对
潜变量的测量精度。为了保证测量量表的质量，对量表进行了预测试，根据预测试结果对观测
变量进行了调整，得到了各个变量的最终观测变量( 见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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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及赋值说明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变量赋值

参与

行为

对近 3 年本村公共服务状况的了解程度 “很了解”= 5; “基本了解”= 4; “说不清”= 3;

“不太了解”=2;“不了解”=1
对本村公共服务状况的关心程度 “很关心”= 5; “比较关心”= 4; “无所谓”= 3;

“不太关心”=2;“不关心”=1
对近 3 年本村公共服务活动的参与情况 “一般都参与”=5;“多数情况下参与”=4;“说不

清”=3;“偶尔参与”=2;“从不参与”=1

私人

利益

对个人有好处，村民一般会参与本村公共服务

能赢得好名誉，村民一般会参与本村公共服务

公共

利益

能为本村办好事，村民一般会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本村公共服务

能公平享受到村集体利益，村民通常会参与本村公共服务

回报通常和预期基本相符，下次还会有更多村民参与本村公共服务

公民权

意识及

其实现

在决策讨论会中畅所欲言，村民都能自由表达自己对公共服务的想法

干部在决策讨论会中能听进村民意见，村民对公共服务的建议通常会受到

尊重甚至被采纳

村集体的事大家都知道，村民的监督权能较好地履行

对村集体事情能监督，村民对本村公共服务的监督一般是有好结果的

参与

效果

讨论公共服务问题时大家都很友好，村民在决策讨论会中通常能想出好办

法并形成一致意见

牵头负责人做事很认真，村民参与的公共服务项目效果通常与预期差不多

村民经常参与监督和提意见，本村公共服务一般都会让老百姓满意

“非常同意”= 5; “比较同意”= 4; “不一

定”=3;“不太同意”=2;“不同意”=1

注: 量表中的“村民”与文中使用的“农民”具有相同含义。

2 ．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来进行数据分析。原因有二: 第一，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将测

量与分析合二为一的计量方法，可以同时评估测量质量和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能够较

好处理多变量彼此之间的交叉影响关系，从而使得研究者可以以比较可信的理论架构反映真实

状况。第二，本文中的变量均为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且具有主观测量误差较大的特征，而结
构方程模型则能将测量误差从题项的变异量中抽离出来，提高测量精确度。结构方程模型的具
体形式如下:

η = Bη+Γξ+ζ ( 1 )
Y =ΛY+ε ( 2 )
X =ΛX+δ ( 3 )

( 1 ) 式中，η 为内因潜变量，表示农民的参与行为; ξ 为外因潜变量，表示公共利益、私人利
益、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参与效果。通过 B ( 内因潜变量的系数矩阵) 、Γ ( 外因潜变量的系数
矩阵) 以及 ζ( η 未能被解释的部分) ，结构方程把内因、外因潜变量联系起来。 ( 2 ) 式和( 3 ) 式
为测量方程，反映潜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 为外因潜变量 ξ 的观察变量，Y 为内
因潜变量 η 的观察变量，ΛX 为外因潜变量与其观察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ΛY 为内因潜变量与

其观察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
( 三) 实证结果

运用 Amos 6 ．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次分析的结果显示，该模型拟合程度不太理想，应该予以
修正。对模型进行修正后的结果显示，χ2 /df值为1 ． 784，介于 1 ～ 3 之间; ＲMSEA 值为0 ． 053，小
于 0 ． 08 ; GFI 值、CFI 值、NFI 值、AGFI 值、TLI 值、IFI 值分别为 0 ． 944、0 ． 955、0 ． 904、0 ． 912、
0 ． 937、0 ． 956，均大于 0 ． 9 ; PNFI 值、PGFI 值分别为0 ． 655、0 ． 598，均大于 0 ． 5，这表明假设模型
与实证数据之间的整体适配度较佳。具体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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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变量之间的路径图( 标准化)
注: ＊＊＊表示在 0 ． 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 ． 05

水平上显著。

从图 1 可知，公共利益、私人利益、公民权意
识及其实现、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具有重要
影响。
( 1 ) 公共利益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

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公共利益对农民参与
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符号为正，且达到 0 ． 05 的
显著水平，表明公共利益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公共利益既是一种公共目标，也是
一种公共需求，当公共利益缺失时，个体利益也

必将受损。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这一逻辑深刻
体现在当前农民对公共服务所持有的“有总比

没有强”的心态中，也就是说，尽管公共服务供非所需或没有达到农民的期望值，但农民仍会对
其给予较高评价并积极参与，毕竟他们从中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收益。公共服务旨在增加公共利
益存量，而当农民将公共利益当作目标时，农民参与行为便具有了基础。南坪村个案访谈结果
显示，大部分农民赞成并积极支持公共服务建设，他们积极响应村庄街道整修，乐意出义工①。
这表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深刻影响着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民参与行为。诚如登哈特夫妇所认
为的，公共利益会激发人们的行为和塑造人们的思想，公共利益在公共服务中居于重要地位，它

对增进公共服务深度和广度至关重要［8］21。
( 2 ) 私人利益对农民参与行为有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看，私人利益对参

与效果以及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均达到 0 ． 05 的显著水平，
表明私人利益通过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间接正向影响。但私人利益对农民参与行为的
直接影响未得到验证，其路径系数在模型修正过程中被删除。首先，这一结论与机会成本有关，
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发展使农民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机会成本。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相关主
体往往会以“工资”“误工费”“劳务补贴”等形式来吸引村民参与，但这些收益都是“小钱”，很
难与同等时间在市场上所能够取得的收益相提并论。这种背景下，“没时间”通常成为他们不
愿意参与的外显理由，这也可以从部分村民访谈中得到佐证，如“村民只管自己发财，不管集体
的事”②。其次，这一结论部分印证了赫希曼关于“私人—公共—私人的循环”的研究成果。赫
希曼［18］认为，应然和实然的差别是失望产生的根源，公众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失望，导致

公众从私人参与到公共参与又回到私人参与的循环过程的发生。当前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多重
转型阶段，市场逻辑和伦理的不断深入使得农民参与行为渐趋理性化。农民是否参与农村公共
服务，往往取决于他们对成本收益比较的预期。当参与效果不符合预期时，公共领域的失望产
生，农民将会从公共参与退出，转变为私人参与( 关注私人事务) 。因此，在农民可以自主决定
是否参与的情况下，参与效果就成为私人利益正向影响农民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 如果这一条

件不具备，则私人利益很难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
( 3 ) 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对农民参与行为有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公

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对农民参与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未达到 0 ． 05 的显著水平，表明公民权意识
及其实现对农民参与行为的直接影响未得到验证。但是，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对参与效果以及
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均达到 0 ． 05 的显著水平，且符号均为正，表明公民权
意识及其实现通过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间接正向影响。究其原因，随着以个人权利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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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河南南坪村访谈———村干部》。
参看《湖北湖村访谈———村民》。



础的法律下乡、现代传媒的进入、农民视域的开阔，农民主体意识和公民权意识开始觉醒，但尚
未完全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意识，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农民认为自己应该参与农村公
共服务，但又保留了“被动的臣民政治角色”［19］，对农村公共服务并不十分热心。因此，农民有
时对是否参与持矛盾心态，“不参与吧，自己享有参与的权利; 参与吧，又觉得没什么用”。此
时，当参与行为预期能获得较为理想的结果时，农民便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参与，反之，则不参与。
( 4 ) 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

行为影响的路径系数符号为正，且达到 0 ． 05 的显著水平，表明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究其原因，良好的参与效果表明农民的参与能够对公共服务结果产生较好的影
响，这有助于增强农民内在的公民权意识与主体意识，强化农民的当家作主意识，并在一定条件

下转换成参与行为。参与效果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类同于政治效能感与参与行为之间的关
系。政治效能感分为三个层次，即规范层次、心理学意义上的感觉层次和行为层次［20］，它们之
间相互独立又相互区别并可在特定条件下转化，应然规范会促进能然感觉的形成，而能然感觉

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转化为实然行为［21］。

四、建构农民行为逻辑，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路径选择

农民行为逻辑是由国家—社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建构的，不同的国家－社会形式，建构了不
同的农民行为逻辑［22］。本文以农村公共服务为场域，揭示了基层民主嵌入式建构背景下的农
民行为逻辑: 一方面，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农村基层民主的嵌入式建构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深

入发展，不仅改良了传统社会所倡导的以“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行
为逻辑，也在其中植入了公民权意识，使农民行为逻辑在农村多重转型期呈现出多元形态。另
一方面，农民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实践主体，其原有行为逻辑对基层民主的实际形貌亦具有消

解作用，会对制度供给进行选择性接受与改良，这典型体现为参与效果在私人利益和农民公民

权意识及其实现对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良好的参与效果更能够强化公民

权意识及其实现对农民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实践中，强化农民行为逻辑对农村基层民主发展
的促进作用，需要找到均衡点以改变农村公共服务实践中存在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实际需求失衡

的状态，提升均衡和契合水平。
结合农村公共服务实践，本研究的具体结论为，公共利益和参与效果对农民参与行为具有

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源于农村公共服务对公共利益和市场效率的双重价值追求; 参与效果

在私人利益和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对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私人利

益、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与市场效率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表明深入推进农民行为逻辑转型和
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必须以强化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公民权意识的培养及其实现为动力，以

参与效果的提高为关键。
( 1 ) 以强化公共利益为基础，促进农民的有效参与。从本质属性看，农村公共服务是提高公

共利益存量的主要方式之一。要促进农民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就必须以强化公共利益为基础，
并促使公共利益内化为农民自觉的参与行为。为此，政府和社会要通过舆论、声望等工具来引
导农民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要充分利用村庄的“熟人社会”性质，挖掘熟人利他等传统资源，增
强地方性共识和农民的共同体意识。
( 2 ) 以培育农民的公民权意识并促使其实现为动力，促进农民的有效参与。实证分析表明，

由于农民的公民权意识薄弱和农村转型等因素的影响，公民权意识及其实现尚不能直接为农民

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动力，还需要依赖于参与效果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必须发挥政府和
社会在农民公民权意识培育及其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一个特定阶段内，可以考虑通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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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行政嵌入来赋予农民公民权意识培育及其实现的初始动力，推动公民权意识培育及其实现

在低起点的基础上快速发展，逐步实现政府推动与自身提高的良性互动。为此，政府应在新农
村建设中加强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为公民权成长奠定良好的制度环境。
( 3 ) 以提升参与效果为关键，促进农民的有效参与。参与效果主要是指农民的参与行为对

农村公共服务的影响程度，参与效果的提升依赖于参与过程的优化。因此，政府应建立并完善
参与程序和参与方法以将农民的偏好和建议整合进农村公共服务中。为此，政府和社会应建立
并完善规范化的参与者识别方法，以克服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政府主导参与、农民有限参与中
的代表性不足等问题; 应重组参与程序，以克服农民参与公共服务的政府主导性和非制度化等

问题; 应创新参与机制和参与方法，将“参与式预算”等民主机制和民主方法引入农村公共服务
实践中，使农民能够真正“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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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asants' Behavior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Ｒural Public Service: Discussion on the Forward
Path of Ｒ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Systems
ZHAI Junliang，WU Chunmei

The fit between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systems and peasants' behavior logic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promotes rural governance quality． The data of 285 vil-
lagers were analyzed to examine the mechanism between grassroots democratic system and peasants' be-
havior logic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ublic interest and participato-
ry effect had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peasants' participation，while private interest and citizenship
awareness and its realization had indirect positive effects． Peasants'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dicate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mbedded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democratic system and peasants' behav-
ior logic． To promote peasants' participation，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enhanced as the foundation，
peasants' citizenship awareness should be cultivated as the continued momentum，and participatory
effec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the key．

Ｒisk Narrative of Emergent Ev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Ｒisk Society: Metaphor，Hidden
Danger and Ｒesponse: Based on the Case of Avian Flu
ZHENG Honge，WU Jin，LI Xiaoyun

Bird flu event has provided a good example for reflecting on the existing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a bett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outbreak of emergent events in the rural areas． The unique
nature of avian influenza outbreak———frequent epidemic changes and avian － to － human transmission
threats———has challenged our previous assumptions on the existing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upset
the propositions on the visibility of the risks under the epidemiology framework． In the modern construc-
tion cognition of the epidemic，the epidemic is linked with poverty and backward oriental culture and
tinted with a hue of Chinese metaphor． It provides a typical case which reflects under the Western hege-
monic discourse how the pure inculcation of national knowledge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top － down
schema． The existing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s ignore the daily routine preparation for and reflection
on predictive risk，unable to cope with the vicious circle outbreak of bird flu．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top－down‘indoctrination’type of development has led to the resistance to the biological disciplina-
ry power setting from the local knowledge and the fragmentation status of rural risk management． There-
fore，based on predictive risk response strategy，we should rebuild epidemic risk management mecha-
nism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the local knowledge from bottom to top and the national knowledge from
top to bottom．

‘Embeddedness’: A New Perspective of Ｒ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 Ｒeconstruction Based on
W Hydro－Junction Project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 Case
CHEN Shaojun，TIAN Peng

As a worldwide issue，the soci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for involuntary resettlement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ttlement sociological pursu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embeddedness’，the re－build-
ing of resettlement social system is reflected as a dynamic process from‘disembedding’to‘embedded-
ness’and the variant resettlement models lead to different procedures． Taking W Hydro－Junction Pro-
ject in Jiangxi Province as a case，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whole process from‘disembedding’ to
‘embeddedness’of both household social network and village network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social network reconfiguration and its dilemma． Firstly，the practical forms of changes in household so-
cial network is diversified，including the fracture of livelihood network and the‘continuation within
fracture’of geo network． Meanwhile，the practical forms of changes in village social network is mani-
fested as resettlement community localization management pattern result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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